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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的符号化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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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舆情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化实践，其符号逻辑反映着深层社会脉络。它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导致了公

众内涵的变化、公私领域的混淆、后现代话语的弥漫、舆论的可见性等全新的舆论格局。它会导致论辩基础丧失、意

识形态风险加剧、民意基础被抽空、舆论博弈彰显等系统性风险。它还造成了语言暴力、真实性危机、象征秩序破

坏、思想性弱化等一系列具体的符号问题。据此，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命题的提出，是试图在符号逻辑的基础上建构

一种网络舆情治理的方法论，以在符号表征、意向表达、秩序建构、认知模式等层面建立符号化治理的有效路径，最

终实现整体社会秩序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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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情治理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命题，乃在于互
联网时代 “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皆可发声，皆
可参与。于此，舆情不再只是意指精英话语的公共
性意涵，而且还混杂了社会运动、文化冲突、社会
不公、利益争夺、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内
容，从而导致复杂的社会危机和社会风险。这被称
为 “舆情风险”。由于其底层性和弥散性，网络舆
情还彻底重构了社会结构、文化生态和政治逻辑，
使单一的 “管理”模式不再有效，急切地呼唤多元
主体参与的 “治理”模式。网络舆情实际上是一种
符号实践，它具有丰富的符号逻辑，其中的内容传
播、意见表达、修辞论辩、秩序建构、文化生产等
皆有赖于符号运作实践。不仅如此，网络媒介技术
总在通过改变符号与符号实践以影响舆论格局，网
络社会结构也处于诸多全新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践
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之下，继而在舆论过程中造成
诸多具体的符号问题 （乱象）。当符号、舆论、社
会皆已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变化，它所提出的符号
化治理命题中的所谓 “符号”，已不再是传统意义
上的 “符号”，而是需要做全面的重新理解，并开
拓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当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
践呈现出全新的样态，传统舆情治理的方式必将面

临诸多挑战，而以符号化治理的方式回应全新符号
形态及其符号实践之下的网络舆情问题，则是必然
的逻辑出路。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的思路即是：可
以从符号的视野出发去认知舆论格局及其变化，去
探索社会系统风险的符号渊源，并由此在根本上找
到网络舆情中符号问题 （乱象）的治理之道，以在
符号认识论、符号实践论和符号方法论的角度提出
综合性的符号化治理命题。

一、时代背景：技术语境下的舆论格局

在主流学术脉络上，舆论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不是私人性的言论，而是充满着公共或者公开
（ｐｕｂｌｉｃ）的特质，具有社会性的影响力，也对社
会构成了无处不在的挑战。私人性话语是原子化、
窃窃私语的，它无法流通，无法凝聚成社会实在。
只有当言语获得了公共性的存在形态，它才能被流
通、共享和传承，其传播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将重
构社会存在形态。互联网的技术不但改造了社会关
系和社会结构，而且创造了各种全新的符号形态和
符号实践，网络舆论不断地挑战着已有的舆论格
局。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角度，可以看到舆论深具全
球性、公私混搭性、后现代性以及可见性等全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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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它是对传统舆论形态的重塑，并导致了全新的
公共性内涵与社会性后果。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舆
论的格局，舆情治理便很难再单纯遵循精英式的管
控、理性、对话等立场，而如何推进网络舆情治理
则需要从舆情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践的维度展开探
索。

（一）传播全球化重构公众内涵
舆论总是离不开公众，“在古苏美尔、巴比伦、

叙利亚和波斯等文明古国，即使最残暴的统治者也
意识到了公众的存在。”［１］ （Ｐ３０）但是在不同的媒
介环境和语境之下，公众形成舆论的方式是不同
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公众大多数时候是被训
诫、规训、教育、说服和公关的 “对象”，而非自
主表达、行动以及参与的 “主体”，“舆论”只不过
是精英的言论。古希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公民开
始走到了历史前台，获得了选举的权力。 “民主”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之意即由 “人民” （ｄｅｍｏｓ）衍生而
来，公众态度成为政治运行的轴心。即使在西方近
代公共领域中，民众 （ｍａｓｓ）包括农民、女性等
群体虽然也能进出沙龙和咖啡馆，但他们总是被排
除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外［２］ （Ｐ７）。他们既没有
影响舆论的能力，也没有影响舆论的手段，只能存
在于 “他者”话语空间以表达自身，而资产阶级利
益则可通过公开批判获得普遍利益的表象［２］

（Ｐ９７）。除了社会的和经济的影响以外，传媒的市
场化、垄断化也都在瓦解传媒的公共性，公众则由
文学公共领域的批判者转为了传媒内容的消费
者［２］ （ＰＰ．１９４－１９５）。而在电子化时代，空间感
的消逝 （ｎｏ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ｃｅ）使各种基于空间认知
的身份趋于平等，公众概念克服了地方性和身份性
的意义，获得了普遍性和全球性的内涵。在此，公
众获得了一种全球视野，形成了世界主义观念；而
在另一方面，国际的公众也会形成某种舆论的压
力。当舆论不再是国家意义上的实践或存在形态，
它甚至成为国家间竞争或者博弈的重要力量，从而
带来干涉主义、国家主权等霸权和反霸权的议题。
网络舆论常利用符号中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明
冲突等议题展开，而我们通过符号机制及其符号实
践的考察便能洞察其中的秘密。

（二）流动空间导致公私混淆
互联网对舆论而言，不仅意味着全新的空间、

言论或内容，而且还需要重新定义上述问题，才能
探 索 舆 论 发 生 的 全 新 机 制。 网 络 空 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空间，
而是一个虚拟空间，但它并不意味着虚幻或者不真

实，而是可以无限延展，是一种 “流动空间”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ｆｌｏｗ）。虽然它是弥散性的抽象虚拟存
在，但却能 “把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
来”［３］ （Ｐ５０５），最终形成网络社会。流动的网络
空间不仅包括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
织流动，也包括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空
间的结构性支配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的意义和动
力，意欲将其逻辑安放到分散化、区隔化的地方
里，从而导致两种空间的结构性精神分离，地方之
间的关联逐渐丧失，彼此越来越难以分享共同的文
化符码［３］ （Ｐ５２４）。网络舆论一方面是全球化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地化的。互联网技术使言语表达和
接受都实现了全面个人化或私人性，每个人都获得
言说或表达的可能，而且出现了信息茧房、过滤气
泡、群体极化等结构处境，由此，公众概念的内涵
便面临挑战。当互联网不断切入每一个隐藏、甚至
隐秘的空间领域，“公开”的前台与 “隐秘”的后
台便逐步融合，“公共”与 “私人”也会混淆不清。
这就对舆情治理中符号的可理解、可解释和可沟通
的公共性构成了挑战。

（三）身份重构下的后现代话语
网络舆论表达主体的身份总在不断滑动，其话

语是碎片化、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是一种中心消解
的 “后现代”话语形态。就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而
言，门户网站实际是一种大众传媒，它遵循的仍然
是 “一对多”（ｏｎｅ　ｔｏ　ａｌｌ）的中心化传播关系。其
舆论依然是精英主导，依赖于传媒公共精神，而大
众参与尚付之阙如。论坛与博客勃兴的互联网，则
为大众参与舆论提供了通道，使舆论表达主体发生
了根本转变，舆论的 “民间”或者 “草根”意义得
以彰显。不过，此时的 “草根”参与仍然更多依附
在某些热门 “帖子”上，形成一种 “议题性公共空
间”（ｔ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ａｃｅ）［４］，其参与是跟随性
的。而随着移动终端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舆论不
再局限于某个空间 （论坛或博客），不再是严格、
正式的言语行为，而是弥散在任何闲言、缝隙、断
裂当中，舆论之 “论”的说理性、对话性被碎片化
的个人化表达所裹挟。在此，能动性的 “舆论”转
化为事实性的 “舆情”，公共性的抽象言论理想被
现实的复杂性所稀释。更重要的是，网络舆论在根
本上颠覆了精英控制的舆论格局，草根 （私人）不
但可以参与舆论，而且可以召唤舆论为我所用，从
而使舆论概念不再局限于组织化的媒体内容，不再
局限于地域性的咖啡馆、沙龙等空间领域，而是让
大众充分参与到舆论的普遍书写当中。这就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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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舆论整饬平滑的乌托邦理想，进入到复杂、冲
突以及风险丛生的舆论生态中，呈现为一种不确
定、无中心、多元化的后现代话语形态。它建立在
符号复杂表意的基础之上，很难用传统精英主义式
的纯粹理性、批判、对话等逻辑加以处理。

（四）符号形态变迁的舆论意义
在互联网语境下，舆论形态不再只是言语

（ｓｐｅｅｃｈ）或者言论，而是进一步展现为行动力和
可见性。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理想的舆论形态是
建立在面对面、口语化和对话性基础上的，它对于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批判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自
从出现了现代传媒，面对面的舆论不再是主流，而
更多是媒介化的 “舆论”，甚或被等同于 “新闻舆
论”。它依靠 “议题”建立起来，即两个从未相遇
的人，能够以 “社会想象”的方式 “通过媒体讨论
的共同空间建立联系”［４］。而在互联网空间中，各
类主体靠通信协议、节点和平台连接或者汇聚起
来，其联系甚至超越了想象，是实实在在地通过通
讯网络连接起来的。人们的关联不只发生在 “内
容”或者象征层面，还发生在资源和行为层面，使
“言语”和 “行为”结合在一起。“行为”可作为舆
情数据被捕捉，并呈现为类似 “热搜”的影响力。
于此，舆情不是 “言论”而是数据，它不是有意图
的表达而是社会状态的 “反映”。层出不穷的新媒
体使得舆论不再局限在 “言语”上，而逐步呈现为
视觉化或者感觉化状态，以 “意象”或者感觉流的
方式展开表达。因而，公共性便从言语和议题的公
共性，转而形成 “可见的公共性”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５］，舆论之 “论”便须重新理解，以审
视它在何种意义上展现为 “话语”。当舆论从有意
识的论述进入到无意识操纵之中，其独白性和霸权
性便成为一个亟待处理的命题，而论辩性和批判性
也就逐步弱化了。

二、社会挑战：网络舆情的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所造成或者即将造成的影响尚未得到认
知，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它对社会、国家以及个
人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正如卡斯特所言：“信息
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
社会形式———网络社会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６］

（Ｐｉｉ）。这种基于网络技术所构造的社会，必然会
造成 “创造性破坏”，亦即 “挑战先前在工业社会
甚至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管理体制、社会秩序
以及价值体系，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７］ （Ｐ４，Ｐ３５０），但也由此为社

会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活力。在互联网语境下，舆论
中的话语方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主体关系、
文化形态和制度规范等皆面临挑战，并在根本上导
致系统性风险。为了解决社会 “破坏”的问题，就
需要不断规制社会变化、吸纳社会力量和调节社会
变化，以实现社会治理的协调适配，保障社会稳定
运行。［８］ 就舆论而言，传统的论辩、意识形态、
民意以及公共性等问题都面临挑战，它们尽皆是符
号学、话语分析等学科所关注的核心命题。符号及
其实践正是舆论发生的底层逻辑，因而通过符号形
态及其实践的探索即可把握网络舆情所致的系统性
问题，从而为舆情治理提供基于符号的认识论、方
法论和实践论基础。

（一）不确定性使论辩失去基础
在互联网舆论中，真相、因果、知识等范畴不

再确定，论辩失去了稳定的保证。互联网是一个虚
拟社会，它在现代社会脱域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ｉｎｇ）的基
础 上 更 进 一 步， 建 构 出 了 一 种 赛 博 空 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甚至是元宇宙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在此，
真相所依赖的现实世界，已经被转化为了一系列数
字、数据和信息，它与物理世界失去了必然的关
联；新闻记者等专业性的真相生产者，也已让位于
个人性和策略性的普通大众，真相难以获得职业化
的保障了。根据休谟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的因果论，
因果关系并不是一种必然或者逻辑关系，而是夹杂
着印象或记忆等经验性关系［９］ （Ｐ９５），离不开人
的归纳或者归因。在网络舆论中，很多参与者的在
地经验是缺失的，他们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
而很难进行直接体验。“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
性垄断诉求破灭了”［１０］ （Ｐ１９），围绕因果展开的科
学或理性不再坚固，而 “专家”作为一种现代系统
也跌下了神坛。舆论中日常生活的 “知识” “都是
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持的”［１１］ （Ｐ６），
在流动的网络世界中，变动不居的约定、习惯、认
知等关系便难以保证知识的稳定性。

（二）全球性带来意识形态风险
在互联网中，全球与地方的张力使身份充满流

动、冲突和博弈。互联网的全球化使得自我身份不
再囿于地方性和凝固性的视野，自我认知充满多元
性、流动性和液态化，继而便带来观念或意识形态
的冲击。在网络舆论中，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映
成趣，普世价值常成为操纵世界的手段。民族国家
的界限不断地被互联网所侵越，某些强势的政治力
量正可利用互联网之便以跨越国家的界限，实现对
其他国家公民观念的重塑和操纵，从而使 “颜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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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阿拉伯之春”等政治运动得以可能。全球媒
介网络已然成形，个人生活逐渐脱离了直接生活
圈，它越过国界、越过专家，深受远方道德的影
响，“当政府 （还在）以民族国家的结构运转的时
候，人生却早已向世界社会敞开”［１０］ （ＰＰ．１６８－
１６９）。由此，网络主权、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命
题便应运而生，正如２０１３年习近平 《在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言：“互联网已经成为舆
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
政权安全”。意识形态的发生是通过对主体的询唤
而实现的，比如通过 “女性”“自由”“民主”“国
家”等话语便询唤出不同身份的主体，使个体将自
己置于不同的社会位置和话语逻辑当中，由此导致
观念、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互联网的不同之
处在于，身份是建基在现实与虚拟、固定和流动、
地方和全球、自我与他者等复杂场域当中的，其身
份的想象或选择充满着利益、认知、情绪、价值、
象征等不同的动机，并显现为权宜性、随机性和变
动性，从而让舆情充满难以预测的风险。

（三）后人类技术抽空民意基础
互联网作为一种数字技术空间，其中的舆论总

是难以摆脱技术基础设施的制约。舆论不仅事关言
语实践，而且事关技术实践，民意不可避免地被技
术所中介化。技术的中介化对于舆论的影响，可以
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它
有助于舆论的拓展、扩散和影响；另一方面，技术
也构造了一种后人类的舆论主体，使舆论的 “表
意”功能真假难辨。网络舆情不仅涉及言语、图
像、影像等符号维度，涉及浏览、点赞、转发、跟
帖等行为维度，还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算法推
荐、社交机器人等技术维度。在此，舆论不再只是
传播者的 “论”，民意也不只是 “被代表”，它还展
现在积极的参与行动中。民意不再是如传统舆论那
样是被隐藏、原子化的，而是可以通过技术被看
到，舆论的主体也就拓展至了普通大众。但也正因
如此，舆论中的言语论辩或逻辑细节常被抽空而以
数据方式存在，其表意方式及其表意结构最终凝结
为技术理性，而看不到对话的逻辑线索。就舆论主
体而言，社交机器人、人工智能 （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 “后人类”主体，已经作为一种隐藏的舆论主体
在进行内容的生产、参与和推动了。就此而言，
“人”作为舆论主体开始缺席，后人类主体所生产
的舆论内容、行为和影响也许不再是民意的反映，
而只是舆论博弈或者舆情处置的一种手段。

（四）私人性话语导致舆论博弈
网络舆论既包括公共性言说，也包括大量私人

性话语，比如资本、流量、利益、感觉、欲望等。
互联网作为一种元技术，它蕴含了一对一、一对
多、多对多等所有传播形态，各种话语力量或者势
力得以进入到网络舆论场域中来。当话语融入到日
常生活中，它便不仅仅停留在 “公共”维度，而是
充满 “个人性”或 “私人性”。不同话语层次混杂
在一起，便难以通过传统的认知范畴对其进行清晰
的把握，亦即话语背后是何种利益、势力或者立场
者在操纵，它是否能够真正反映民意，便难以在
“公共性”维度进行追问。当话语交往理性的前提
不再牢固，而是必须经过无穷追问或追溯，话语便
很容易成为利益博弈的工具，而难以在共识层面建
立象征意义。在网络空间中，舆论主体不只有作为
第三者的媒体或者网民，而且还有各种利益相关
者。如果说网民采取的通常是抽象的公共性立场，
那么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则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体动
机，他们对公共性话语的征用，也无非是为了利益
博弈。因而，就私人博弈而言，网络舆情是否能达
成共识，获得公共性和理性，则是值得讨论的问
题。

三、符号问题：网络舆情治理的新命题

网络舆论的符号化实践，不但建立在言语或者
语言之上，而且还建立在视觉之上，甚至建立在感
觉和数据之上。在互联网空间中，符号不只是抽象
之物，而且还是新媒介技术的后果，是对于人类感
官的全方位征用。互联网的关键还在于 “连接”，
它使得符号的形态、组合、流通、解释等都显得异
彩纷呈，这对传统的符号形态及其实践构成了补
充、叠加、重组、冲击和挑战，也由此重塑了人类
的认知方式、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当网络从舆论
之 “论”转向舆情之 “情”，它就预示着符号不仅
能够论辩，而且还能可见、可感和可量化，而所有
这些都在通过影响认知的方式塑造着个人、社会和
文化。于此，互联网便带来了一系列符号问题，对
社会、文化、观念等层面构成了冲击，而舆情治理
的目标便是通过符号化治理以重整社会秩序。

（一）网络集群导致语言暴力问题
如果说网络舆论是现实舆论的延伸，那它不但

延伸了现实舆论的公共性部分，也延伸了现实舆论
中充满破坏性的部分。就网络舆论的破坏力而言，
它在表面上常显示为暴力化、霸凌性、侵犯性、战
争化等行为方式，而在深层则可能呈现为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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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化、军事化等系统性状态。前者在中国学
术语境中常被称为 “语言暴力”，它往往会对被侵
害人造成精神的伤害和困扰，比如 “人肉搜索”、
污言秽语、谣言中伤、隐私侵犯等。但它不同于直
接暴力的地方正在于其符号性，是通过语言 （或其
他符号）作用于精神而实现其暴力侵害的。精神伤
害的法律取证极为困难，这就导致语言暴力的治理
陷入困境。当它只是作为个体的只言片语展开时，
其伤害是微弱的，往往以 “言论自由”的名义维持
合法性；当它以匿名性、弥散性的方式 “集体出
场”时，它就在舆论氛围上对被害者造成了围攻或
压迫，并最终造成 “社死”化的社会排斥。如果说
互联网之外的语言暴力只是一种个体性或者小范围
的侵害，互联网中的语言暴力则是以整体流通、相
互感染、集体行为等整体方式展开的，其伤害性便
不可同日而语。但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所
称的 “象征暴力”（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与此并不相
同，它试图通过符号实践以实现权力的支配，同时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实现共谋。网络舆论中的语
言暴力不是整体而系统的破坏力，而是对具体个人
展开的攻击、威胁或者压迫，其伤害是显著的。

（二）网络虚拟性产生真实问题
符号是对世界的表征，但是符号的表征又是片

面的。符号表征的问题即为真实问题，它处理的是
符号与世界的关系。但符号表征不是唯一的，而是
充满着真相的竞争，并塑造着不同的思维模式［１２］

（Ｐ１０），这在符号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更加明显。就
数字技术而言，网络舆情符号即面临着表征危机：
符号是数字计算的结果，它与主体、与世界之间的
关系经历了数字的中介化，因此出现了机器人宣
传、虚拟现实、超真实、深度伪造、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迥异于传统舆论的符号形态。而在信息接收
端，网络是一个相对虚拟的空间，舆论参与者不在
场，彼此置身于符号构造的世界中，符号与世界处
在两个难以贯通的端点；信息也失去了职业把关人
的控制或筛选，其可信度难以获得坚实的依靠。因
而，在网络舆论中，符号的真知性便更多在修辞层
面发挥作用，成为一种利益博弈的工具，必然充满
立场性、情绪化倾向。当然，对于广大 “吃瓜群
众”而言，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一种狂欢化态度，对
网络舆情中的符号真实问题缺少判断能力和判断动
机，往往是 “以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就此而言，舆论针对的已经不是某个对象性的 “事
实”，而是让自己成了需要被认知的 “对象”，它反
映的不再是真知，而是成了反映民意的 “舆情”。

（三）舆论分化挑战象征秩序
某些事件之所以成为舆情事件，是因为它们对

既有秩序构成了冲击或破坏，从而引起相应的争论
或冲突。因而，从根本上说，舆情事件表征着某些
深刻的社会问题，可被视为某种社会症候，是对某
种象征秩序的破坏。舆情治理的目标即通过对象征
秩序的修复以重整社会秩序。网络社会是一个典型
的液态社会，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它不断地在不同
群体、不同世代、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地域之间流动，
从而使得基于某种既有基础的稳定价值、规则、文
化和秩序都面临冲击、挑战或适应的问题。互联网
的连接性使曾经隐藏的 “异托邦”得以被看见，一
系列 “异类”不断地涌现。它们既包括各种亚文化
群体的涌现、远方世界的展现、隐秘生存方式的显
现和跨国文化的辐射等，也包括网络文化中的圈层
化、极端化和民粹化等，都在纷纷挑战既有秩序的
主流性、精英化、公共性和理性等特质，网络舆论
中的象征秩序亟需重构。在网络舆论中，既有的符
号意义不再稳固，而新型的符号形态又层出不穷，
体现了象征秩序时刻面临冲击或危机的事实。

（四）符号技术性导致思想性弱化
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而连接起来的社

会，它能够将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观念世界加以
数字化或数据化，从而使物理、社会和观念皆被技
术 化。 在 皮 尔 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Ｐｅｉｒｃｅ）看来： “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
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１３］ 据此，互联网也是
通过各种符号组构和运作的，它作为一个 “对象”
不仅仅是主体性的表达，而且是作为某种基础设施
或表征 （ｒｅｐｒｅｎ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体系，具有强大的奠基
性或认识论作用。由此，“技术治理”“智能治理”
等学术命题便应运而生，而切入到对内容、思想、
观念等层面的治理，则必须在符号维度获得理解。
根本来说，它们所导致的问题是：符号是在强力的
技术支配下被生产、流通、结构和解释的。比如社
交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的内容生产，便
强烈地冲击着舆情内容的纯粹性，使其民意表达功
能受到威胁；热搜技术、算法推荐、智能聊天等技
术化呈现方式，使其内容的可见性变得至关重要，
并决定其影响力的强弱；标签、超链接、超话等也
使 “文本”组织充满了技术性，“人”在其中反而
丧失了。面对主体丧失、语言丧失和技术支配的处
境，舆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充满主体性内涵的舆
论，虽然它的符号性并未丧失，但是却以迥然有别
的方式重塑着社会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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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号化治理：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路径

学术界曾提出过 “象征治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４］、 “话语治理”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５］、 “治理的符号实践”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６］ 等命题。笔者曾就环
境议题提出过 “符号化治理”的命题，认为它 “是
基于符号实践 （ｓｅｍｉｏｓｉｓ）而展开的治理模式，由
此，表征、修辞以及意识形态等符号力量得以被应
用到治理实践中来”［１７］。在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意义上，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它
强调的是文化的集体约定；而在皮尔斯 （Ｃ．Ｓ．
Ｓ．Ｐｅｉｒｃｅ）的意义上，符号则是指向 “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的意义载体，它具有强烈的表征功能；
在 雅 各 布 森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和 塞 尔
（Ｊ．Ｒ．Ｓｅａｒｌｅ） 意 义 上， 符 号 还 具 有 情 绪
（ｅｍｏｔｉｖｅ）性或者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它能
表达主体的内心世界；在奥斯汀 （Ｊ．Ｌ．Ａｕｓｔｉｎ）和
塞尔意义上，符号可以 “以言行事”，具有社会建
构功能，中国文化的 “正名”论也是就此而言的。
据此，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所涉及的问题可以综合
理解如下：

（一）符号与世界关系的表征问题
符号表征问题始终是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李

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在其舆论研究中即发现
“语言作为意义的载体，是有着很多缺陷的”［１８］

（Ｐ５３），它常常经历诸多压缩、简化、隐喻、凝固
等符号操作，因而很难准确、动态而系统地表征客
体。宏观上它还能在符号系统支撑下形成拟态环
境，而人类则处于如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状态中。
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索绪尔意义上是通过集
体 “约定”被凝固下来的，其价值 （意义）端赖于
市场交换式的系统和差异而实现，是在符号结构中
产生的。在皮尔斯意义上，符号与世界之间除了规
约关系，还存在像似、指示等质性关系，两者之间
存在牢固的理据性 （认知、因果、空间等），但依
然离不开规定、规则、解释等文化或主体的支撑。
网络舆情的符号化实践深刻依赖于新媒体技术，而
不再依赖于物理、化学、空间等理据性关系，其表
意的物质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不仅如此，
真与假、真实和虚拟、智能与人为之间，也经历了
太多中介化环节，网络舆论的拟态环境特征更加显
著，最终形成一种后真相的时代症候。如果抛开数
字化中介不谈，各种符号形态始终在努力捕捉世界
的真实，试图通过推陈出新的符号形态对真相进行

去蔽，使真相得以敞开。新技术也在创造 “虚拟现
实”，努力地构造元宇宙。当真真假假的符号形态
不断涌现，舆情治理中的真相问题也就变得错综复
杂，这就需要同时考虑到符号及其技术中介的更多
细节，才能避免被卷入到符号表征的陷阱中。

（二）符号与主体关系的意向问题
符号总是离不开人类主体：一方面，人类在通

过符号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人类在通过符号进行
认识。前者通达的是人类的心灵深处，后者通达的
是外在的世界，但两者皆离不开主体，离开了主体
的世界也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无论是面向世界，
还是面向他者，主体皆以意向性建立起彼此间的关
系，由此它才能贯通主客间和主体间的关系，将宇
宙万物连为一体。但是，两者间并不是协调一致
的，而是存在冲突和协调的关系。主客间是一种认
识论关系，它需要的是排除价值、情绪、利益等私
人因素的影响；主体间作为一种伦理学关系，它也
需要排斥控制、独白、空洞等物化因素的影响。网
络舆情中的真相问题实为主客关系，但这种主客关
系总是深受主体间关系的影响，其中充满了主体的
价值、情绪、利益等修辞意图，使其难以保持在一
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论关系之中，网络舆情中真相的
复杂性也正基于此。当然，对于众多网民而言，其
符号的意向性常表现为观点、情绪、立场等形态，
通过符号即可把握其内在的心灵状态。意向性并不
只是个体性的，而是还有集体意向性，它是以 “我
们”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意向性，具有超出个体意向
性的集体目标［１９］ （ＰＰ．４６－４７）。制度正是依靠集
体意向性才能得以维持，而它之所以引发舆情反
应，正在于诸多个体意向性的破坏及其彼此间的冲
突，导致制度承认或认同出现危机。舆情治理的目
标即在于获得某些制度、文化或者观念的集体意向
性，以最终重建社会实在。

（三）符号分节与秩序建构的问题
在索绪尔看来，“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没法

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２０］ （Ｐ１５７），思想
通过符号分节而获得物质化，其清晰度通过一个个
的小肢节 （ａｒｔｉｃｕｌｕｓ）而实现。就身份而言，网络
空间中出现了诸如簈丝、老铁、鼠鼠、亲、兄弟等
不同称谓，从而建构出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
份。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型称谓，实际在既有主流符
号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符号分节。这便建构出诸多
非主流话语，形成某些亚文化社会形态，甚至对主
流社会或者价值观形成挑战。而在前互联网时代，
精英几乎完全掌握了符号分节的机会，他们通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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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分节掌握建构社会秩序的权力。此即儒家所谓
“正名”：“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
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强调 “制名”须得由 “王
者”进行，而 “擅作名”“奇辞”则会导致 “乱正
名”（《荀子·正名篇》）。在互联网中，总是不断
涌现各种具有圈层特征的黑话，导致不同圈层间理
解的困难；污名化标签也常会被使用于国际舆论博
弈中［２１］；不文明的污言秽语充斥着网络空间，使
符号失去了塑造秩序的潜能；诸多网络屏蔽的敏感
词，也时刻威胁着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因此，
新华社、国家语委等机构时常公布 “禁用词”，以
维持严肃表达的合法、权威、文明和安全；世卫组
织在病毒命名中也禁止用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
进行命名而只能采取希腊字母命名，目的即是为了
避免由此带来的污名化；某些图像、影像、声音等
符号的污浊内容往往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也
是法律、道德以及政治等规范所禁止的。

（四）符号形态与认知方式的问题
符号具有认知的功能，能够穿透内外、因果、

相关、远近等认知障碍，以抵达更多不可见的主体
心思、客体内涵、对象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网络舆
情符号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探索其认知潜能，
以通过各种新媒体符号载体获得对于事实真相、民
心民意、社会文化、秩序规则、博弈力量等情况的
认知。如上所述，技术中介下的符号常常失去主体
支撑，使舆情很容易被社交机器人、水军等虚假主
体所操纵，而且也常失去与客体间的理据性联系，
其认知潜力在此两方面皆面临挑战。技术的平民化
使普通大众能够无所顾忌地参与到舆情中来，符号
便成为一种修辞工具而非认知工具，于是，私人性
内涵常充斥舆论空间，从而使符号丧失了认知的客
观性和理性。网络舆情的符号形态也层出不穷，它
们不仅包括文字、图像、影像，而且包括行为符
号、表情包、游戏、Ｈ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虚拟数字人等等；其组合方式也囊括了线性组合、
时空组合、超文本、超话、人工智能等，因而，互
联网符号不能再简单类比于语言符号、视觉符号的

认知模式。就感官形式而言，它们皆可全面作用于
人类的逻辑认知、感觉知觉、沉浸式体验以及具身
性参与，使舆情问题超越了传统舆论之 “论”
（ｏｐｉｎｉｏｎ）的语言局限，而是充分调用了人类的感
觉、知觉、理解、解释等意义获取方式。它们不仅
只是符号载体或文化形态，而且还有数字形态的代
码、数据库和算法等深层支撑，是通过对计算机硬
件与软件原理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对象的操纵所揭示
的全新的文化逻辑［２２］ （Ｐ８）。只有明白于此，我们
才能通过符号获得对舆情的充分认识，并最终在认
识论维度建构一种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的方法论。

五、结论与讨论

治理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为 了 获 得 善 治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它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是促进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的最佳状态［２３］。如上
所述，网络舆情作为一种符号化实践，它已经对既
有的舆论格局构成了冲击，在言论上造成了系统性
风险，并带来了全新的具体符号问题，从而为符号
化治理的出场提出了强烈要求。就网络舆情治理而
言，它不只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而且还是一系列
社会秩序和象征秩序问题。在传统媒体时代，舆情
治理主要是对新闻媒体实践的治理，体现为一个官
僚制的管理、组织或修辞问题，而在互联网时代，
舆情治理则涉及到对社会的整体治理，体现为一种
主体间、多元化、对话性等符号问题。在此，符号
不仅只是控制和命令，而是沟通和协商，是通过符
号建构共同的知识、价值和象征，以在文化意义上
建立共识基础和象征体系，它同时囊括了现代和后
现代的文化特质。因此，舆情治理就不仅依赖于传
统的管理学、组织学，也不只依赖于基于现代性逻
辑的技术治理或者理性论辩，而且还严重依赖于反
思性语言范式的 “元治理”。由此，它才能不断地
透视网络舆情背后层层垒叠的前提假设，从而为舆
情治理提供基于符号化逻辑的洞察力，并为获得公
共性的善治提供认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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